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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从关系剥离谈起的话题

“关系（guanxi）”作为一个描述中国社会制度的关键概念被引入社会科学研究，为我们研究
中国人的社会关系分类系统和解释系统提供了重要视角。 [1]对于生活于由各种位置之间的客观

关系构成的一个网络，或一个构型（configuration）中的资本承载者来说，[2](P97)他们自身的各种体验

以及主体性也建构于这种“关系”运作逻辑，既包括关系的渗透，建构“关系圈”，同时也有“关系
的剥离”，维持着陌生人的关系。 对此，费孝通先生认为，在亲密的血缘社会中商业是不能存在
的。 普通的情形是在血缘关系之外去建立商业基础。 [3](P74)

商业关系与血缘关系的剥离，可以说是封闭性传统社会中交易发生的基础。 与新古典经济
学不同，剥离意味着承认血缘关系对行动者选择的重要性。 因此，在交易过程中将血缘关系以及
相应的亲属关系悬置起来进行，这样就可以保证相互之间剥夺感的产生，否则在我们人情取向
的社会中，经常出现的便是人情的张力挤占了交换的空间，出现了非“效率优先”的公平结果。 对
此，费孝通先生以中国的例子做了进一步的论述。 在我们乡土社会中，街集时常不在村子里，而
在一片空场上，各地的人到这特定的地方，各以“无情”的身份出现。 在这里大家把原来的关系暂
时隔开，一切交易都得当场算清。 因为在门前是邻舍，到了街集上才是陌生人。 当场算清是陌生
人间的行为，不能牵涉其他社会关系的。 [3](P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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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践亲属：乡村集市场域中的交换关系

作为一种既定关系，日常生活中的地域关系或者亲属关系等可以说是已经先于我们在集市
中交换关系而存在。 当两位熟知的街坊邻里在集市之中进行商品交换的时候，无论是从客观，还
是从主观角度来讲，他们之间不可能故作镇静的姿态，忘记眼前的亲属身份，全身心地扮演好顾
主和商贩的角色。 在“人情世故”的社会里，即使能这么做，这也只能是“掩耳盗铃”的做法，自欺
欺人。 因此，从社会批判理论的角度来看，将此情此景置放于一定的时空之中，这里的表述和分
析明显存在着一种主观主义的倾向。 因为，关系已经既定，无论怎样悬置，我们对这种既有的事
实都不能视而不见。即使你有着“铁石般的心肠”，你也不可能不认识站在你面前的顾主。即使在
结算的时候采取一种“亲兄弟也要明算账”的策略，但是在乡村熟人或者半熟人的社会里，这种
明算账中多少也饱含着一定的人情法则。
从农民赶集的经验来看，作为一种公共的乡村社会空间，集市场域乃赶集的村民位置之间

客观关系的网络或图式。 这些位置的存在，他们加诸于其占据者、行动者以及机构之上的决定作
用都是通过其在各种权利（或资本）的分布结构中的现在的与潜在的情境客观地界定的，也是通
过与其他位置之间的客观关系（统治、从属、同一等）而得到界定的。 [4](P97)明恩溥观察到“中国人徒
步走上三里或八里甚至十来里去一个市场，是很不在乎的事情。 因为一个市场不仅仅是一个市
场，还是一种一般的交流。 ”[5]王笛认为“集市既是地方物质文化交易的社交场所，还是人口消费
娱乐的地方。那些因为平时散居而显得闭塞的人们在那里获得传播各种信息。 ”[6]施坚雅则以“中
心地理论”将集市划定为周边村庄的社会交换圈、婚姻圈等。 [7]美国学术界影响颇大的西达·斯科
波尔认为，传统中国共同体的基本单位并非个体村落，而是包括一组村庄的市场共同体，他们经
常到定期集市做买卖，取得工匠服务、贷款，参加宗教仪式，以及寻找婚姻对象。 [8](P23)因此，在地
理、关系及市场相互衔接的过程中，集市场域已被建构成一种复杂型经济交换的关系场域，其中
渗透着各种各样的关系。 形象地说，经济交换关系可谓一种复合型的交换关系，是交换关系中的
复合主体。 在赶集过程中，农民处于集市场域的客观位置之中，所面对的则就是一系列复杂的乡
村关系，如亲属关系、熟人关系、顾主与商贩关系等。 特别是在利益关系变量介入进来的时候，这
种关系也将更加走向复杂化以及明显化。 那么这里便生成了一个有意义的话题，乡村社会中集
市是如何正常运作，也即集市场域之中何种关系居于主导地位，或者扮演着支配性的角色。

二、多元话语下的经济交换

“重农抑商”的政策虽然限制了我国商业的规模以及发展可持续性，但对于乡村社会中村民
之间的商品交换活动却影响甚微，毕竟这是一类与民生息息相关或生死攸关的活动。 [9](P22)随着社

会剧烈转型期的到来，经济体制逐渐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轨，乡村社会商品化程
度也随之不断得到提高，集市更是如雨后春笋般地冒出来，甚至一些地方还出现了专业性的商
品市场。 在集市场域中，村民按照各自所需，通过物物交换或者以货币充当媒介的形式，生成着
定期或不定期的生活用品交换活动，如柴米油盐酱醋茶，甚或一些与生产有关的化肥、农具和种
子等，从中也形成了一种高度依赖性的交换关系。 如何解读和解释这种乡村社会集市场域中的
支配性关系，可谓是理解现时期乡村市场存在与运作的关键。
作为人类学研究的重要领域，市场中的交换关系则被认为是一种互惠关系。 从马塞尔·莫斯

对礼物在交换中作用的研究、列维·斯特劳斯在巴厘岛上对原始部落中交换过程的观察，到马林
诺夫斯基的《原始社会的犯罪与习俗》，甚至在阎云翔《礼物的流动》中，我们都能看出人类学家
对交换所做的互惠取向。 他们普遍认为，互惠与馈赠是交换的基础，这种互惠式“交换”，并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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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确地计算交换的交易价值，价值在这里是被模糊化的，更多要求的是双方应尽互惠的义务。 [10]如

若缺少这种义务，那么这种互惠的交换关系也就很难发生。 从本质上来说，基于一种经济义务，
或言之经济义务的约束力使得交换得以存在。 在人类社会的发展过程中，我们不否认这种交换
关系的存在，但是若将这种解读和解释的方式置放于现时期乡村集市场域之中，那么交换关系
中的主体性则便被遮蔽了。 在市场经济制度化的过程中，集市更多的是一种商品贸易的集散地，
衔接着城市与乡村。 集市中的商贩与农民之间也更多的是一种基于供给与需求的模式进行交换
，更为具体的体现则是货币在这其中占有着相当重要的地位。 因此，互惠也许存在，但这已经不是
现时期集市场域中交换的基础和关键所在。 为此，我们对于这种支配性关系的理解则需与人类学
家那种“互惠理论”进行决裂，以便凸显市场的特性，向有着“供给———需求”模式的经济学看齐。
自从 18 世纪亚当·斯密提出“经济人”的假设以来，商品交换现象被经济学家视为普遍的社

会事实，为此在消费函数、生产函数以及成本函数的演绎下出现了诸如边际效益———边际成本
原理、基数效用论、序数效用论等，以便指导消费者和行为者在交换过程中追求最大物质利益。
在这种利润最大化原则下，我们看到了当今集市场域中农民商贩及顾主的特性与表现，但是从
特定的情境的角度来看，这种纯粹的“经济理性人”假设似乎忽视了中国乡村社会中对道德的要
求。 换言之，如果一个商贩纯粹以物质利益为导向，疯狂地追求经济价值，那么这种人则会被熟
人所唾弃，贴上一种“势利眼”的标签，很难在应有的社区共同体中生存下去。 这是因为虽然人有
着一定的“私”性，但是在乡土社会中，道德规范迫使商贩必须具备着乡土道德情结。 因此对事不
对人的交换关系很难脱离“道德”的束缚，乡村社会中的人更多的体现为一种“道德人”。 梁漱溟
把中国人重伦理的人际互动关系概括为伦理本位，而“伦理本为者，关系本位也。 ”[11]在关系的作

用下，集市场域中的商贩不敢“以身试法”去触摸“道德底线”，这也更多的体现一种“社会理性”。
在社会学家看来，“社会人”的假设是交换的基础，因此，以情感为取向的社会交换也不同于经济
交换。 但从实践经验来看，这与市场经济中以货币作为衡量标准似乎有着较为明显的差距，更是
给我们刻画了农民商人好像过去社会中那些“开粥铺施舍穷人”的大户，而那种在“风吹日晒雨
淋”的情境中斤斤计较现象毫不存在。
从相关学科的假设出发，不难发现，这里存在着一个明显的悖论性形象，在集市场域之中，

农民商贩一方面处于商人的本性要追求物质利益的最大化，另一方面由于乡土社会的“道德伦
理规范”迫使他们放弃物质利益的诉求，转向一种社会性的交换。 舍利取义，抑或舍义趋利也就
不仅影响着农民商贩的存在与发展，更加直接影响着农场市场的存在及运作以及乡村社会共同
体构建与发展。 从市场经济制度化过程的经验来看，这种理论上的悖论，好像在日常生活中并不
存在。 最直接的证据便是乡村社会中的集市在改革开放后开市以来已经走过了 30 多个风风雨
雨的年头，并取得了相应的成就。 原因何在，这也就使得解读和解释乡村社会集市场域中的实践
经济关系成为我们所研究问题的起点。 延续相关学科的传统，从乡村关系历史积淀的角度出发，
将关系置放于集市场域之中， 以对农民商贩个人体验及个人主体性的相应分析作为切入点，通
过多年实地考察鄂西北乡村集市中个体经济性行动，进而描画出一幅较为切合实际的经济交换
过程场景，以便凸显在市场经济制度化过程中农民的行动选择势态。

三、集市场域中的实践关系

作为能动性与结构性问题显化的场景，集市场域中的规范与习俗一方面制约着赶集过程中
的每位农民，另一方面，赶集中的农民却又通过种种策略构建着乡村市场中的实践关系。 对于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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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关系的表达，拟亲属称谓制是自古以来中国一般村落都世代沿袭的民俗惯例，也是村民间地
缘互助关系与血缘互助式亲情融合的产物。 [12]在集市场域中，农民小商贩也经常使用此类方式
“混个脸熟”，具体建构方式主要依靠血缘和姻缘两种路径展开。

1、血缘延伸的亲属关系
对于血缘这条路径的解读，我们首先应了解血缘的意义与表征。 在日常生活中，血缘不仅有

着生物性的意义，而且也有着社会性的意义。 特别是在生物技术不发达的传统社会中，这社会性
的意义强过生物性意义，或者说是生物性意义的一种常识性表达。 因为，血缘相同，表明我们血
缘里流着的是都同样的血脉，那也就是说我们来自同样的家族，有着共同的祖先。 从某种程度上
来说，这也就将我们拉到了一个共同祖先的庇护之下。 作为同一个祖先的后代，在感情方面，“打
虎亲兄弟”、“上阵父子兵”，那我们之间的感情更是有着无可言语表达的亲密关系。 布迪厄在分
析的时候说，每个成年男子，无论在系谱树上处于什么层次，都代表了一个潜在的、能按照具体
的社会用途现实化的分节点。 在时间上，在系谱空间中———在此抽象空间中，没有任何东西能阻
止无穷尽的逆退———人们把原点确定得越远，那么家族的边界就越是后移，系谱观念的同化力
也就越强，但这会损害其区别性功效；当人们拉近共同起源时，该区别性功效就增强。 [2](P265)用农民

自己的话来说，“五百年前我们是一家”。 既然是一家，那我们之间的关系自然也就成为了一种家
人关系或者亲属关系。 这也就是在乡村社会中农民的日常交往逻辑。
在现实生活中，血缘并非是一种外显的特征，不能从容貌中进行辨别。 但我们可以从祖先制

定的规则中进行区分，这也就是我们的姓氏所要发挥的功能。 从词源的角度来看，姓氏是我们家
族的标识。同样的姓氏，自然意味着我们是同宗族。当然，在乡村社会较为封闭的村落中，不用五
百年，甚至五、六代之前，我们的那代人就有着亲为兄弟姐妹的关系。 因此，姓氏是一个较为直接
的方式进行解读乡村社会之间的关系。
在集市场域中，作为一类来自农村社会之中的商贩，农民商贩自然也遵循着此种交往法则。

当遇到与自己同姓的顾客时，他们当然以此种方式与之进行相应的交流和攀谈。 这种交谈的展
开与进行，无疑从关系层面来讲，将两者之间的关系上升到了一种较高的亲属层面，出现了一种
责任与义务的意义。

2、姻缘延伸的亲属关系
对于姻缘这条进入路径的解读，与血缘路径进行比较，这可能是一种间接的实践关系。 因为

我们通过的关系则是一种通过婚姻这个结点来扩展自己的关系，并且在称谓方面也有了一种较
为明显的变化，即要通过婚姻关系进行转换。 这种方式已经成为日常生活中农民行动中的“惯
例”。 无论是伦理上的要求，还是个人心理上的满足，这在实践过程中已经成为一种建构实践关
系的有效方式。
在集市场域中，赶集过程中的农民也经常实践着这样一套行动策略。 特别是在买卖的过程

中，如若买方和卖方首次相识，并且两者之间只要有着这种姻缘铺垫的交往路径，那么这必定将
成为两者对话的突破口，解冻两者相互不能建立关系的尴尬。 由此可看出，此种建构熟人关系路
径的重要性，而这种关系的建构又将整个农村地区划为一个整体。 在现实生活中，通婚圈范围的
扩大，自然使得两者之间以上述关系进行交往。 这样自然又回到了我们上面所分析的逻辑之中，
进而形成一种亲密的亲属关系。
作为两种切入路径，为农民商贩与顾主拉近了关系，但这种做法还仅仅只是一个开始。 因为

在现实生活中亲属化的表达方式多被儒家看做是一种伦理的需要，抑或是一种惯习。 但如若进
一步观察，相互的寒暄之后，男人经常会将自己的香烟分发给新亲属，女人有时则将自己所带的

实践亲属：乡村集市场域中的交换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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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物之类的物品与刚认识的亲戚一起分享，有时也与之展示自己认为不错的物品。 从行动理解
的角度来看，这里充满着馈赠的意义。 香烟和食物是一种符号，用人类学的说法，也是一种礼物。
而礼物也只能在熟人之间进行流动，并且有着一种持续性。 因此，乡村集市场域中的拉关系式的
交往或者攀亲戚的做法使得双方得以相信对方会对他或她的利益进行保护，进而不必有监视或
监督者，也意味着双方的认同和信任得以建立，[13](P114)为进一步展开活动奠定了基础。

四、实践亲属关系中的买卖

亲属关系是人们制造出来并用它做某件事情的东西。 从实践活动的角度把握亲属关系，而
正是实践活动生产、再生产亲属关系，或按照必然是实践的功能去使用亲属关系。 [2](P263)这也即是

布迪厄所界定的实践亲属。 通过这种毫无限制地改动自己的社会身份，或者通过改变其打算同
化或排斥对手或合作者所属阶层的界限来更改他们的社会身份，集市场域中的实践亲属范围自
身也得到了有效的延伸和扩展，进而使得集市场域中的关系也因此被转换为一种实践亲属下的
经济交换关系。

1、买卖不成，情谊在
“买卖不成情谊在”这句话是在集市场域之中，经常从商贩口中说出来的一句话。 所谓买卖

不成，按照经济学的语言来说就是此时此刻的这笔交易以失败告终，而情谊在则意味着商贩和
雇主之间仍然是一种实践亲属的关系。 这种实践亲属关系未因交易的成败而有所改变。 言下之
意便意味着，这次你没有买东西，不要紧，只要我们不要因为经济交换而伤害了和气。
按照布迪厄的说法，为了承担实践功能而被实际调动起来的，而且它们之所以能继续存在，

也只是因为它们被使用并受到一系列养护（包括他们使之成为可能的婚姻交易）而处于良好运转
状态，且他们的基础是共同的潜在行为倾向（习性）和利益，比如物质和象征财产的不可分性。 [2](P268)

从此角度进行理解，这句话的出现也正是对这种实践亲属关系进行着一种维护。 具体来说，不要
因为一次的失败而不要了实践亲属这层关系。 如果这样做，那么这也就意味着商贩和雇主之间
是一种“一锤子买卖”，有了这一次，也就不期望他下次再合作与否。 沿着这样的思路发展下去，
这也就在交易过程中极有可能产生一种“欺市”和“杀熟”的行为，致使乡村社会中集市场域关系
的断裂。最终的结果则也有可能使得集市秩序出现一种混乱的状态。作为集市场域中的主体，这也
是商贩极为不愿看到的景象。因此，这句话与其说是对实践亲属关系的维护，不如说是一种对将来
经济交换行为的期望。从辩证的角度来看，也正是只有对实践关系进行维护，经济交换的期望才有
着一定的可能，否则，关系的断裂则使得根本没有了交换的义务，经济交换发生率也大大地降低。

2、多一点，无所谓
在集市场域中，商贩对待公平交易有着自己的实践策略，如在称量商品的时候，商贩则总是

看到那秤杆子尾端高高往上翘之时，或者等到顾主说“老表，你可不要吃亏了”的时候，商贩才开
始停止向秤盘之中添加商品，并且顺便说一句，“老表嘛，多一点，无所谓”。 这句话也是我们在调
查过程中经常听到商贩所讲的最频繁的一句行话。 看似客套话，但是如若对其表达进行检验，我
们发现商贩的表达和实践并没有背离，真正的量只有多没有少，但是这种多也不是那种多得很
多。 从侧面进行解读“老表嘛，多一点，无所谓”这句话，我们可以发现，在交换中，农民追求的不
是利益最大化，而是风险最小化，利益稳定化，而是避免最坏的，指望较好的；不是索取新的，而
是坚守旧的。 [10]以经验材料的分析则明显地验证了这种小农思想的存在。在未触摸到利益底线的
状态下，商贩坚持着“薄利多销”的经营理念对实践亲属可谓是大手大脚，让实践亲属在交易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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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中明显感到心满意足，没有被欺骗或“宰”，反而有着他们对待自己真正像是对待自己的亲戚
那样。这样在经济交换的过程中，也更渗透着一种情感的交流。下次，如若再次购买同样的东西，
那么光顾这个小商贩则是理所应该的选择。
实践亲属的存在好像是商贩有着一种义务对待自己的顾主，不能寻求暴利，否则在雇主获

取有关信息的同时，也意味着麻烦惹上头的时候。 这个时候，道歉和退钱则是他们最好的选择，
而且有可能丧失这个顾主，并损坏了自己的形象，贴上一种恶意的标签。 因此，宁可图小利，而维
持着实践亲属的关系，以维持着商业流的稳定和有序。

3、没钱，先拿走
集市场域中的商贩通过既有的习性将实践亲属关系进行了演绎， 使得自己的生意八面玲

珑。 在调查过程中，集市中的一些小商贩也经常反映，买卖自己东西的人都是熟人和朋友。 对待
熟人和朋友，商贩自然遵循着实践亲属的逻辑，这不仅仅体现在交易失败的时刻和交易的进行
中，更体现着交易之中顾主缺少资源的时候，也即当顾主有着需求，可是没有货币作为支撑的状
态中。 在这种情境下，商贩经常的一句话便是“没钱，先拿走，等你哪天有钱了，再补上”。 这也就
表达了另一层意思，给与顾主一定的时间宽限，至于多长时间，则没有具体约定。 由此可看出，这
种经济交换是垫钱让农民进行消费。 这对于兼业农户的商贩来说，则有着一种风险存在，但这绝
不是“舍不得孩子套不着狼”的说法，因为这与小农经济有着极大的不相符。
如若进行对这种社会行动的理解，我们不难看出这是实践亲属存在的功能和作用。 作为实

践亲属，虽然这是一种功能性的亲属，但这之中也存在着相应的义务。 在日常生活中，当顾主对
某种物品有着强烈的需求之时，商贩有义务进行协助。 这种义务也就是满足自己这位实践亲属
的需求，与其进行市场中的交换。 这是从雇主的角度进行理解，如果从商贩的角度进行阐释，这
则是商贩为维持这种持续的实践亲属关系而采取的一种较为迂回和柔韧的策略，从中获取了他
们追求的物质利益。 即一方面，商贩从中获取了此次交易的利益，另一方面，这种维持有利于实
践亲属关系，为以后的交易作出相应的准备。 反之，如若拒绝交换，则有可能破坏这种熟人逻辑
间的义务，那么这类商贩以后的生存境遇则显得较为尴尬。 因此，可以说，农民商贩力求按规则办
事并按自己的需要解释规则，而他们为此所采取的一切策略都在提醒我们，种种表象，特别是亲属
关系的分类，具有一种虽说是纯象征的，但仍不失为实在的功效。 [2](P269)具体而言，实践亲属的表达
和实践使得商贩更加美化了自己的形象，为自己在集市场域扩展了实际可加利用的象征资本。

五、简短的结论

场域作为一个关键的空间隐喻，它向我们展示了乡村集市场域之中各种实践关系在社会结
构与习性互动过程中的生成。 作为特定的一类客观规则的产物，实践亲属的策略趋向于生成各
种“合理的”、“符合常识”行为，但这类行为只有在上述规则性的范围内才是可能的，而且完全有
可能得到认可，因为他们客观上符合某个特定领域的特定逻辑，预示了该领域的客观未来。 与此
同时，实践亲属策略又趋向于“不施强制、不耍技巧、不用证据地”排除所有“荒唐事”，亦即所有
因与客观条件不相容而被否定的行为。 [2](P85)因此，实践亲属关系在集市场域之中处于一种支配性
的地位，不仅仅是经济交换关系中的主导，更是对乡村社会关系的一种有效表达。 这不仅仅是自
身利益的追求最有效的策略，也更是在乡村社会的一种结构性要求。 从实践的角度来讲，农民商
贩力求按规则办事并按自己的需要解释规则， 而他们为此所采取的一切策略都在提醒我们，种
种表象，特别是亲属关系的分类，具有一种虽说是纯象征的，但仍不失为实在的功效。 [2](P269)通过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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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功效的体现，我们可以看出，在每次赶集之后，他们都是笑呵呵或者笑眯眯的满意而归。 这不
仅是因为他们的货物销售一空，更多的是满足了自身的目的———赚到了钱财，并且没有破坏和
损害乡村的利益关系，自己仍然处于一种合适的位置之中。 甚至有时这种实践亲属策略的运用，
扩大了自身的交往圈，也更加增加了他们的象征资本，或者社会资本。 在这种构建的过程中，农
民商贩从而也就避免了“经济人”与“道德人”身份的尴尬，并且游刃有余地处理好了两者之间的
对立关系，建构了自身较为良好的形象。 从学理角度来讲，这种实践亲属策略的运用也避开了涂
尔干（E·Durkheim）在文化保守主义立场上所建构的市场活动势必瓦解传统价值，并且最终瓦解
整个社会的道德基础的理论，也弱化了尼采（F·Ntzsche）等所强调的道德虚无主义观点。 [14](P71)因

此，在这里我们也可以得出一定的结论，实践亲属关系在社会剧烈转型期过程中处于乡村社会
集市场域中的支配地位，这也就是集市场域得以正常运作的关键。
但对于这个结论则并不具备一定的普适性，更多地受时空限制，而只能适用于乡村社会中

缺失国家力量介入的那种自发性形成集市，抑或是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时期的乡村集市
经济。 但是，当时空转变，国家力量的介入，即是场域中的社会习俗向正式契约性制度转变，方方
面面都有着成文的规定，那时正式的规范也就转换成了他们行动的出发点，这时相应的支配性
关系也就会进行转变，有可能转变成经济学中那种完全理性的“经济人”，或者是费孝通先生所
描述的纯经济关系。 按照郑杭生先生所言，这时的社会也将被建构为一种以金钱货币为主的生
人世界。 [15]简而言之，这种结论也只能适用于市场经济制度化过程中的乡村社会集市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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